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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那人。

那事。

那疑。

1882 年 ，美国议会通过 “排华法案 ”，禁止华工入境 ，华
人没有必要的证件不能进入美国 。 为了能在美国进行革命
活动 ，孙中山不得不设法取得美国护照 。 1904 年 ，在他第二
次前往美国本土的前夕 ，他通过在夏威夷的亲友作证 ，弄来
一份夏威夷出生证明 。 1866 年出生于香山翠亨村的孙中
山 ，称自己是 1870 年 11 月 4 日在夏威夷出生 ，并以此为理

由取得了美国国籍 。
不过，他的美国护照却在入关时遇到了大麻烦。 据旧金山

洪门大佬黄三德在《洪门革命史》中回忆，1904 年 3 月，当孙中
山乘坐的“高丽”号轮船到达旧金山时，海关人员以孙中山的
美国护照有问题为由将其扣押，准备将其由原船押回。

在黄三德等人的积极营救下， 官司一直打到华盛顿最高
法院，经过 17 天的审判，最终获得胜诉。 1904 年 4 月 28 日，美
国政府工商部电告旧金山海关，批准孙中山在美居留。

但是，孙中山的美国公民身份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 1908
年，孙中山在泰国以自己是美国公民为由，向美国驻暹罗公使
馆寻求保护。 美国驻暹罗公使汉米尔顿·金将此事电告当时的
美国国务卿卢特。 1909 年 3 月 11 日，美国国务院回复说，孙中
山不符合美国公民资格，不能取得美国护照。

可以肯定的是，在 1912 年 1 月 1 日 ，孙中山
就任临时大总统时， 他并非外界一些人所说的那
样，具有美国公民身份。

（摘自《广州日报》2011.9.15 徐靖、刘旦/文）

●1887 年，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向李
鸿章建议进行教育改革 ，为此 ，清政府每
年要在教育上投入 100 万两白银 。 对于这
个建议 ，李鸿章的答复是 ：“中国政府承担
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 。 ”李提摩太说 ：“那
是 ‘种子钱 ’，将来会有百倍的收益 。 ”李鸿
章问 ：“什么时候能见效 ？ ”李提摩太回答 ：
“需要二十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所带
来的好处 。 ”李鸿章说 ：“我们等不了那么
长的时间 。 ”

●史铁生特别喜欢开玩笑，即使是面临
绝境，也不忘调侃一下。 他生前每年透析要
花费 25 万，由中国作协和北京市政府拨款。
除此之外其他巨额的医药、 治疗等开销，只
能靠史铁生纯文学创作的微薄收益来负担。
面对来访的老友李锐，他曾以看透生死的心
理调侃自己的经济处境 ：“老天爷先是让我
坐下，现在又让我躺下，你别瞧咱躺下了，咱
现在可是高级人了，别人请一桌
饭花几百块钱，我现在撒一泡尿
就得花五百多块。 ”（综合《文史
参考》2011 年第 3 期、第 5 期）

小厨师勇批大部长
1980 年， 时任商业部部长的王磊在

北京一家名叫“丰泽园”的高级饭庄大吃
大喝，一顿饭菜几十元，在当时相当于一
名普通干部一个月工资，但“付的不过是
一碗汤钱”。 面对这样一位 “职高权大的
‘特殊宾客’”，丰泽园饭庄当时 20 多岁的
全国劳模、厨师陈爱武是这么办的：他先
找饭庄党支部的几个委员谈，又到市服务
局“上访”，但都不管用。最后，他写了一封
检举信，直接寄到中纪委。

不久，中纪委查实情况，发出通报，批
评王磊，表扬陈爱武。

中青报将事件公之于众
原本这事已“内部”解决，但是，《中国青年报 》却于

1980 年 10 月 16 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通讯《敢于向特
权挑战的人》，将这一事件公之于众。

“这是建国以来报纸公开点名批评的最高级别现职
官员。 ” 采写这一报道的记者马北北后来回忆说，“一时
间，舆论炸开了锅。 ”

当时，马北北只有 25 岁，刚刚进入报社。初获这一线
索后，她立刻向编辑部汇报。 时任副总编辑的钟沛璋(后
来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经过慎重权衡，决定
展开调查。“最多就是把副总编的职务撤了嘛。”钟沛璋事
隔多年后回忆说。

那是一个人们对毛主席周总理生活节俭故事津津乐
道的年代，而一个部长竟然在饭庄“吃乌鱼蛋汤这样的高
级饭菜”。 那时,“腐败”一词还不流行，人们斥之以“搞特

权”。
“中国已经实行改革开放了，怎么还能允

许这样的封建特权存在呢？ ”钟沛璋说。 编辑

部当即派出一名老记者带领马北北进行调查。两
人采访了各方人士，掌握了商业部部长在丰泽园
饭庄吃“客饭”留下的记录和菜单。经由记者协调
和努力， 中纪委在报社送去的审核稿件上作了
“同意发表”的批示。

10 月 14 日，中纪委发出批评商业部部长王
磊的通报。 16 日，《中国青年报》以最快的速度将
报道刊出（注：当时一周出三期，15 日不出刊 ）。
报道中披露：王磊仅自 1977 年以来，到丰泽园饭
庄吃“客饭”有据可查的就有 16 次；以那一年他
吃的两次存有菜单的菜价计算， 仅菜一项就是
124.92 元，而他只付了 19.52 元。 这一天，报纸同
时配发了社论《改革者，鼓起你的勇气》。社论说：

“不管职务多高的干部，他们都是人民的公仆，而决不是
人民的老爷。 他们都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 ”

部长迅速作检讨 全国为之一震
这篇通讯一出，全国舆论的焦点一致对准了特权。清

晨，王磊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这则报道和社论，当
天就向中纪委作了检查， 除了认错并表示愿意如数补足
少付钱款外，还请求给予党纪处分。

这位部长又把这一检查同时送给国务院领导同志，
并请商业部党组将他的检查印交各局，“向全体同志宣
读”。 当天下午， 商业部党组举行会议，“学习和讨论”了
《中国青年报》发表的报道和社论。

见报第二天，其他一些“特殊宾客”也当即闻风而动。
粮食部一位副部长打电话给民族饭店说：“由于和饭店住
得近，常去吃饭，如果有收费不合理的地方，请你们查一
下，马上把钱送去。”北京市外办一位干部，也打电话到丰
泽园饭庄表示“将立即把钱补足”。

接下来，《中国青年报》不惜版面，进行了连续而密集
的报道。 半个多月时间里， 围绕陈爱武批评部长事件，

报纸头版共刊发社论 3 篇，其他评论 3 篇，读者来信和各
界反应报道数十篇。《人民日报》和多家报纸纷纷转载。黑
龙江双城一位读者特地打来电报赞扬陈爱武精神。 浙江
绍兴一位读者来信说：“我从‘看破红尘’中解脱出来了。”
南京一位读者欢呼道：“民主化的曙光出现了。 ”

媒体遭遇压力 副总编据理力争
《中国青年报》点名批评高级领导干部的做法也遭遇

了高层的压力，引来了强大的质疑声。有几个副总理明确
表示不高兴，团中央就此事也对《中国青年报》进行过内
部批评。 对于这些批评，钟沛璋在 1980 年 10 月 31 日有
关部门召开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草案)》的党内讨论会上发表了对于此事的看法。 11 月 3
日，又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评论文章，回应质疑。

有人问：“你们这样点名批评， 是不是有什么背景和
来头？ ”10 月 18 日，这家报纸的社论《党鼓舞我们去改
革》作出了回答：“的确是有背景，有来头的。 这背景就是
党中央再三发出的纠正不正之风的指示……来头就是人
民群众的意志和要求。 ”

“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只有勤勤恳恳为人
民服务的义务，没有在政治上、生活上搞特殊化的权利。”
这段摘自同年 2 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党
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话，在此期间，被特意突出地
印在其中一期报纸的头版上。

11 月 3 日，《人民日报》刊出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钟
沛璋的署名评论员文章：《开一代民主新风———评厨师批
评部长》。 “利用报纸来监督公仆……是建立正常民主生
活不可缺少的渠道。 ”文中这样写道。

这篇报道为 《中国青年报》 带来了全国范围的影响
力。据钟沛璋回忆说，到他 1982 年离开《中国青年报》时，
该报的发行量已经达到 300 万份。

（摘自《中国青年报》 包丽敏/文）

1980 年 中青报点名批评部长事件始末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 国家集中财力
发展经济。 军队军费减少，不足部分需自筹解
决。 于是以盈利挣钱、弥补经费不足为目的的
经营性生产逐步发展起来。 部队办工厂、建矿
山、搞公司、搞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十分高涨。 这
虽然为部队解决了一些困难，但也引发了不少
矛盾。 江泽民主持军委工作后，多次强调“军队
要吃皇粮”， 重申了这一符合军队社会职能的
思想。 但由于整体军费满足不了需求，军队生
产经营的规模就难以得到有效控制。 据 1993
年上半年的统计， 全军生产经营实体已达万
个，从业人员 80 余万。 更为严重的是，军队从
事生产经营，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与民争利
的事时有发生，引发了一些军政、军民矛盾。 对
此， 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早就深有感
触。

早在张震上将担任国防大学校长兼政委
期间 ，一次 ，留学生系买卖羊绒 ，亏损几十万
元，引发班子内部矛盾。 为帮助他们查明情况，
处理善后，张震花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 还有

一次，地方因经营纠纷，有关人员状告国防大学，身为上将
的张震作为法人代表，当然就成了“被告”。 所有这些都使张
震深刻认识到：生产经营，军队不能搞。

1993 年 10 月 30 日，《中央军委关于整顿改革军队生产
经营的决定》正式下发。 《决定》要求对生产经营实行集中统
一管理，军以下作战部队不再从事经营性生产，现有企业由
各军区、军兵种集中归口，统一管理。 《决定》提出实行军企
分开，生产经营单列体系，使部队建设和生产经营按照各自
轨道，分别运行……

同年 11 月 3 日， 全军生产经营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张
震代表军委讲话。 他提高声音强调说：“从历史教训看，军队
经商是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必须遵纪守法，防止各种腐败
现象的发生！ ”张震还专门讲了淮海战役中的一个例子。 战
役之初，国民党决定放弃海州、连云港，让其第九绥靖区的
部队退守徐州。如是这样，敌人集中在一起，仗就很难打。当
时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在海州开着几个盐号，为一己私
利，竟事先告诉其经纪人，弄得满城风雨。 这时国民党第九
绥靖区司令李延年还蒙在鼓内， 事后他感慨地说：“刘峙这
样看重钱财，泄露军事秘密，不败何待！ ”这件事，张震后来
在全军纪律检查工作会议上还再次提及。 张震强调指出：
“经商必然会引起军队的腐败， 而腐败的军队都
是没有战斗力的！ ” （摘自《湘潮》 凌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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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在中国最流行的是反美民
谣。 那时只要你走在大街上，时不时都会传来孩子有
节奏的民谣声：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
杜鲁门他妈，是个大傻瓜，

床上吃床上拉。
杜鲁门是什么人，孩子们并不十分清楚，只知道

他是侵略朝鲜的美国总统。听这名，杜鲁门，大腹便便
的能不是个大坏蛋。 美帝都是大坏蛋。

１９６０ 年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中国就有了“肯尼

迪，啃地皮”的说法。 到了 1963 年肯尼迪遇刺，说法变
成了童谣：“肯尼迪，啃地皮，不肯尼迪啃地皮。 ”

1965 年，毛泽东指示公开发表赵朴初的《某公三
哭》：《哭西尼》、《哭东尼》、《哭自己》。 于是反对美帝的
民谣开始有了文化，也扩大了讽刺目标，从反帝扩展
到了反帝反修反对各国反动派。 巧了，这帝修反的三
个领军人物名字上都带个“尼”，分别是美国总统肯尼
迪， 苏共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 印度总理尼赫
鲁。 从此有关“三尼”的贯口也跟民谣似的
风靡中国……

（摘自《旧闻新知》 秦金耀/文）

冷战期间的反美民谣

孙中山的国籍之谜

在海南致力于打造
“国际旅游岛 ” 的背景
下， 三亚宰人事件成为
龙年春节期间一场热闹非凡的大戏。 作为一个彻头彻尾
的公关失败案例，暴露了三亚官方应对危机的种种失策
之举。 其最受诟病之处，莫过于声称追究恶意攻击者的
责任，以及请举报者站出来的“雄文”。

这是一种典型的“敌对思维”，它长期存在于社会的
方方面面，在“文革”期间曾达到顶峰。 这种思维方式的
核心在于， 把善意提醒或者批评者设想为自己的敌人，
看做自己的对立面，将正常的建议、批评或者举报视为
恶意攻击，理解为给自己抹黑。

这种思维方式既可能发生在平民百姓之间，也可能
发生在政府（或者官员）与民众之间。 倘若发生在普通人
之间，结果往往是人与人之间丧失信任，互相猜忌，互相
提防，甚至互相陷害。 “文革”期间类似的情形，包括亲人
反目比比皆是。

而倘若“敌对思维”
发生在地方政府与民众
之间， 结果是政府将民

众视为不顾大局的“挖墙脚者”，视为影响自己形象的“小
丑”，甚至视为企图搞垮自己的一小撮“阴谋家”。 在这种
思维方式下，政府对民众失去了信任、耐心和宽容，民众
的善意言行变成了“恶意攻击”，久而久之，政府与民众之
间的对立和对抗便成为常态，甚至导致剧烈的冲突。 层出
不穷的群体性事件恐怕与这种思维不无关系， 本来是些
小事，但由于这种思维作祟，结果酿成大事。

“敌对思维”，无论对于个人关系，还是对于社会关
系都害莫大焉。 从根本上讲，政府是民众为了自由和平
地共处而设立的组织，其唯一目的是保护个人的权利和
自由，而非追求自己的利益。 政府没有也不应该有独立
于民众的利益诉求，它所做的一切都应是保护民众的权
利和自由。

（摘自《学习时报》6.18 王建勋/文）

说起李莲英，都知道他是西太后最得宠的太监。 批评西
太后的人，往往拿李莲英说事，说她宠信太监，祸乱朝廷。 中
国历史上，最后的太监干政的罪名，一般都会落到李莲英头
上。 但是西太后却一直感到很冤，连声说，她没有宠信过宦
官，李莲英从来就没有对政事插过一句嘴，凭什么说人家干
政？

要说也对，的确，你还真的找不到任何的蛛丝马迹，说李
莲英对任何一件政务发表过意见。 况且此人为人也相当低
调，虽说有太后的宠信，但为人处世，能让人则让人，能帮人
则帮人。 有宫女评价他说，很像一种梨子，长得不好看 ,但吃
起来很甜。 甲午前老佛爷派他陪醇亲王到天津校阅海军，外
面的臣子们，听说他来了，都想借机拍拍马屁，可他一个外臣
不见，躲在屋子里面，任凭人家怎么劝都不出来。

其实，就算李莲英人品非常之好，低调不弄权，但只要他
人在西太后身边，而且还能得到太后的宠信，对于下面的人
而言，他就非常有用，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 朝堂之上，无论
皇帝还是太后，很少能暴露自己真实想法的，但是回到宫里，
安歇休息之时，未免放松，就算很有城府，也会在不经意间，
流露出某种情绪，对某人、某事的真实看法。 竞相结交李莲英
的人，要的，就是这种“情报”。

当然，李莲英的作用和他在权力圈的价值，还远不止于
此。 据张荫桓讲，当年他出使英国，回来的时候，给两宫太后
各备了一份礼物，超大个的宝石两颗。 一为祖母绿，一为红霞

帔，绿的值钱，送给揽权的西太后，红的差点，送给好好先生
东太后。 但是，当年外臣送礼，都得经过李莲英的手。 一般明
白事儿的，都得另备一份稍差一点的礼品，送给李莲英。 可是
张荫桓不知怎么，却忘记了这个关键的一环，什么也没给李
大总管准备。 礼物送到了西太后手上，李莲英来了一句：“难
为他如此分别的如此明白，难道咱们这边儿，就不配用红的
吗？ ”这一句话，说得西太后脸色大变，心中大怒。 原来，虽然
清廷未必这样讲究，但民间嫡庶的衣饰，以红绿相区别，嫡妻
配红，小老婆则配绿。 西太后出身嫔妃，跟东太后相比，差了
一截，按民间的说法，就是小老婆，她一生都对此耿耿于怀。
张荫桓把绿的宝石送西太后，原本是拍她的马屁，但经李莲
英这么一挑拨，他的马屁活生生拍在了马腿上。 从此，对张荫
桓的恨，就埋在了慈禧的心里。

有权者，尤其是具有独裁权力的人，他们的身边人都得
罪不起。 应该说，在独裁性的权力周围，存在着一个非制度性
的权力半径，这个半径内的所有人，都理论上拥有着影响权
力的资格。 有的时候，出于某种原因，有权者有意把自己的权
力渡让给了某些人，比如明朝皇帝身边的秉笔太监，原本就
是伺候皇帝笔墨的小太监，在太监里面，品级都不高。 但是，
由于皇帝自己懒得批奏折，就让秉笔太监代笔。 有这样的专
制独裁权力，就一定有这样的非制度化的权力半径，也就一
定会对政治造成负面的影响。

（摘自《企业观察家》6.14 张鸣/文）

制度之外的权力半径
瑞士盛产最精确的时间———

钟 表 ， 但 时 间 的 中 心 却 在 英
国———伦敦的格林威治村；巴西、
德国屡获足球冠军， 但足球最初
的规则却产生于英国； 最繁荣的
经济在美国 、日本、德国 ，但计算
财富的会计行业， 最权威的证书
却属于英国。 古人云：不立规矩，
无以成方圆，英国人善于做规矩。

规矩能够实行，必须简单。 英
国的户外垃圾箱总是并列三个 ，
箱体外没有文字说明， 只有图案
标识 ：一个是玻璃瓶，一个纸袋，
一个屑屑粒粒的点， 掷弃者一目
了然，知道归类抛物，哪怕不识字
的，都会各得其所。 在上海，垃圾
箱上写着“有机”“无机”的化学名
词， 表示出科技含量。 一个垃圾
箱，何必那么学术化呢，老人 、小
孩自然不知所云， 外来农民工也
不知所措， 像我这样也算读过些
书的 “知道分子 ”，充其量 “识其
字 、不知其义”，只能像下注彩票
似地抛掷垃圾， 这样标识的垃圾
桶， 应该放在化学系、 科技馆门
口。

在英国，哪怕伦敦，大多数道
路都能泊车，哪怕单行道、哪怕窄路，但收
费泊车位的道旁，都有收费器，没有收费
人。车主交完费后，收费器会吐出凭证，你
将凭证贴在车窗前， 巡检者半小时一趟，
远远一瞄，就知道谁没有交费，效率极高，
难度极低。

英国的出租车有两类， 一类是 mini，
只能电话预约，一类是 taxi，可以在马路
上扬招停车载客的。 mini 车的款式各异，
属于私家车揽客，该车主必须申请，专管
部门批准，交一笔税费，然后在车窗前贴
有统一标识，只限于电话预约，不得路途
半道上揽客载客。

taxi 出租公司管理，不管哪个公司的
车，款式统一：黑色、方头、枕头面包似的，
上海人所谓的老爷车。如果非此款式的车
停在路边载客，任何人都会发现，任何人
都会举报。众目睽睽，违规者无藏身之地。

为了降低监管成本， 首先简单化、直
至傻瓜化，这就是英国人的管理思路。 一
百年前在上海英租界里， 黄包车是公共
车，漆以黄色，可以路上停车拉客。私家包
车漆以黑色，路上截客、接客属于违规，巡
捕抓你，上海话“黑车”就出典于此。 规则
越简单，执行越容易，监督越便利，监督成
本越低，违规难度就越高。

规则不是做给内行看的，而是做给外
行看的， 让全社会的相关者都能一目了
然，哪怕有些弱智，这是智慧。

让傻瓜也能操作的傻瓜式，是聪明人
的杰作。 傻瓜就是愚蠢，但傻瓜式却是智
慧，英国的管理就是傻瓜式，便于全民执
行、 监督， 这就是这个老牌国家的高妙。
（摘自《廉政瞭望》第 10 期 李大伟/文）

英
国
的
傻
瓜
式
智
慧

现代商品经济社会最大的特点， 是把
人变成经济动物。 它的制度按金钱至上的
原则而设计，它的舆论把金钱第一的观念
灌输到每个人的头脑深处 。 应该说 ，金钱
的确有非常强大的吸引力，也很容易让人
接受“没钱万万不能”的伪真理。 在这样制
度和舆论下，人们把追逐金钱当成天经地
义的首要任务 ，全社会所有的人 ，都向追
逐金钱的独木桥蜂拥而去。 于是 ，对于这
个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来说 ，人活于世的
评价标准变得极为单一 ： 有钱 ， 没钱；钱
多，钱少。

对于当今中国社会来说， 这个问题还
有特殊性。 当中国刚刚开放的时候，祖上有
钱的中国人并不多，到今天，人们也只数到

“富二代”。 因此，在追逐金钱的道路上，中国比哪里
都拥挤，起跑线上饥饿的人群太多。

金钱成为一切的标准。如果一个人做事不为金
钱，在这样的社会简直就是疯子。 但我不知道可疑
的“一亿”精神病患者中，这样的疯子有多少，更多
的应该是为金钱而疯狂的人， 或者是被金钱逼疯
的人。 金钱就是“现代人”这种动物的食物，还永远
处于匮乏之中。 在金钱的饥饿中，金钱社会的奴隶
们抛弃了一切，为了金钱、为了活命而疯狂。 南宋
有个名叫陈亮的人曾经说：“大凡致富之道， 当先
去其五贼。 五贼不除，富不可致。 ”所谓的“五贼”是
什么 ？ 陈亮说 ：“即世之所谓仁 、义 、礼 、智 、信是
也。 ”

中国古代社会从来没有让陈亮的思想变成主
流， 即便生意人也很清楚地知道，“仁义礼智信”是
长久发财的必然之道，抛弃“仁义礼智信”而发财，
只是对财富穷凶极恶的抢劫，必定不能长久。 当今
社会， 我们的快乐应该像自然界一样需要多样性，
不能把金钱变成快乐的唯一内容。 而这个心愿是金
钱社会不需要的。 金钱社会以自由的名义，把金钱
当成赛狗场的诱饵，每个参与者都为之疯狂。 甚至
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只引诱赛狗狂奔的电动兔
子是假的，不能吃。

为金钱而疯狂， 是金钱社会最乐意看到的结
果。
（摘自《我们为什么不快乐》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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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欧姆电子（深圳）有限公司召开工会会员代表大会，进行
工会改选、直选工会主席。 结果，来自一线的制造部科长当选主席，而
他的顶头上司、前任工会主席则在第一轮即出局。 这一事件持续引发
了人们关于民主实践的思考。

浙江大学出版社近期出版的一本名叫《可操作的民主》的书中，
揭示了两个关于民主的谬误。一是“民主就是投票”。民主不仅仅是投
票，还应该是真实的投票，要有相应的议事规则。 二是“素质太低不能

搞民主”。 人们有追求民主的真诚，但缺少民主的“操作能力”，这不是
素质问题，而是机会问题，一旦有机会让他们去学习怎么操作民主，
他们就拥有了“可操作的民主”，而不是“可操纵的民主”。

事实上，欧姆电子（深圳）有限公司的工会直选就是对这一观点
的呼应。 两个月前，这家公司曾因员工对公司的工资制度和福利待遇
不满而发生停工事件，员工提出改选工会的诉求，希望选出一个真正
代表自己的工会组织。 在选举现场，媒体记者看到，由员工无记名投
票选出的候选人基本上是普通员工，在竞选演讲过程中，他们有的打
出“真诚牌”，有的晒出往年工作“成绩单”，有的则亮出当选后的“规
划图”……投票后，计票员在计票板上划“正”字，当场宣布结果。 每人
一票“挑”工会主席，让该公司员工经历了一次真切的民主历练。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再次谈到， 群众能够管好一个
村，就能够管好一个乡的事情；能够管好一个乡，就能够管好一个县
的事情———也就是说，民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关键是要具备可
操作性，要提供实践机会，创造条件提高人们对民主的“操作能力”。
发生在深圳的这一次成功的工会直选证明，民主与素质无关，相反还
是提升民众素质的必由之路， 只要将民主从宏大的口号变成实实在
在的行动，民主实践就会更好地促进“民众的觉醒”，让更多人具备现
代公民品格。 （摘自《晶报》6.11）

有民主实践，

敌 对 思 维 要 不 得

才有“民众的觉醒”
断片

陈爱武近影


